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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以前我国华北、东北及朝鲜半岛地区的
人类迁徙与文化交融研究

金洪培　 冯英盾
内容提要　 汉代以前，华北地区部分华夏族已开始向东北辽河流域流动。以公元

前３世纪末燕国东扩为分水岭，大体上可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由箕子所代表的殷族集
团对东北亚局部地区的政治、文化方面的影响，改变了以貊族为主的辽河流域各族群的政
治、文化面貌；在后一阶段，即公元前３世纪末燕国东扩之后这一段时期，以辽河流域以及
如今的朝鲜半岛西北地区等局部区域成为华夏族大举迁徙的目的地，深刻影响了当地的
历史、文化面貌。

关键词　 汉代以前　 华北　 东北　 人类迁徙　 文化交融

有关汉代以前我国华北、东北及朝鲜半岛局部区域诸族群的迁徙与文化交融情况的研究，目前
学界成果主要集中在文献学领域的考证上，与近些年来的考古资料相结合的研究并不多见。本文
对华北与东北及朝鲜半岛局部区域文化关系、族群关系、分布情况进行考察，对东北亚局部地区的
族群文化形成较为基础的认识。其后结合文献及考古资料，对夏商时期华北、东北及朝鲜半岛局部
区域的族群、文化交流关系，“箕子朝鲜”的形成、迁移过程以及殷人与当地土著的关系，全燕、秦朝
时期华北地区居民的迁徙情况进行系统的考察，以期对汉代以前华北、东北及朝鲜半岛局部区域族
群交融情况有一个较为客观、系统的考察。

一、新旧石器时期东北亚局部区域人类文化流布情况
包括朝鲜半岛在内的东北亚局区域早在旧石器时期就有了人类活动痕迹①。我国东北地区史

前是中华文化的重要发源地之一，主要分布情况：辽宁本溪庙后山旧石器遗址距今４０万年，是东北
地区最古老的旧石器文化；营口金牛山旧石器遗址距今约２８万年。黑龙江有哈尔滨顾乡屯旧石器
晚期遗址、距今１万年左右的呼玛十八站旧石器遗址；吉林有安图人旧石器晚期遗址（距今３万至
２万年），抚松枫林村、青山头（距今１万多年）等旧石器晚期遗址。在长白山地区还陆续发现了和
龙大洞、石人沟，抚松新屯子西山、枫林等旧石器晚期遗址。此外，辽宁还发现了海城仙人洞（距今
４万至２万年）、凌源西八间房、凌海沈家台等多处旧石器晚期遗址。

从语言学以及遗传学角度来看，历史上的东北亚区域存在着一个由我国东北经朝鲜半岛向日
本的人口流动过程。语言情况较为复杂，有些学者将朝鲜语与日语划归“阿尔泰语系”，但争议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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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半岛旧石器时期遗迹分布图可参考〔韩〕韩永愚：《历史拾遗》，坡州：经世院，２０１１年，第６０页。



大，语族、语支也没有定论。从遗传学角度来看，今天的朝鲜人、韩国人和中国人的基因差异为
５％，与日本人只相差４． ２％，与欧洲人则相差５８％。①血缘相近的族群往往容易建立紧密的关系，而
族群边缘又通常与其他邻近族群边缘互相交往、交流，如此便发生了基因的缓慢差异化过程。中国
人、朝鲜人、韩国人、日本人基因相似度的递差关系所反映的方向性也与泛欧亚语系的传播方向一
致，同时，这种传播也是一个持续且缓慢的过程。

东北历史上存在的东胡、肃慎、夫余—秽貊三大族系，对中国历史和中华民族的形成发展产生
了重大的影响。新石器文化从外兴安岭至辽河流域均有分布，如黑龙江地区有密山新开流文化
（距今７５００—６５００年）、齐齐哈尔昂昂溪文化（距今４５００—４０００年）、宁安莺歌岭上层类型（距今
３０００年左右）等；青铜时代有肇源白金堡宝文化（西周晚期到春秋晚期）；铁器时代有友谊凤林古城
文化（魏晋时期）。吉林新石器文化遗址左家山上层文化（距今５５００—４５００年）、左家山中层文化
（距今６５００—６０００年）、左家山下层文化（距今７５００—７０００年）；东部有金谷类型文化（距今４５００—
４０００年）；青铜时代的遗址约有６００余处。辽宁新石器文化有小河西（距今９５００—８４００年）、沈阳
新乐下层文化（距今７５００—６５００年），距今６５００—５０００年的红山文化是分布在西辽河流域的发达
文明，与中原仰韶文化同期，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朝阳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发现了距今
５７００年前的大型祭坛、女神庙、积石冢和“金字塔”式建筑，代表了中国北方地区史前文化的最高水
平。距今５３００年以后，黄河与长江中下游、西辽河流域陆续进入了中国早期文明阶段，西辽河流域
是中国早期古文明的三大核心区域之一，是中华古文明的重要源头之一。

在新石器前期早段（约公元前６０００年至５０００年），半岛出土陶器有三个系统，分别是受中华文
化影响的鸭绿江流域压印纹系统、图们江流域的压印点列纹系统，以及洛东江流域的堆纹系统，皆
属于“外来文化”。②而到了前期晚段（公元前５０００年至４０００年）朝鲜半岛中东部海岸区域还开始
出现图们江流域与洛东江流域南北陶器文化的交融现象，这种现象可能是由于此一时期朝鲜半岛
东北与东南地区部落民在中东部海岸地区的交往、交流导致的。与此同时，朝鲜半岛西北部则不受
这种现象影响。

朝鲜半岛之所以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呈现出一种文化地域分割现象，与半岛的地形有着密切的
关系。朝鲜半岛北起长白山南至智异山有一条岛内最高且最长的山脉脉系，在半岛地形上从今朝
鲜咸镜南道的元山市开始贴着东海岸由北向南，在今韩国江原道太白山处折而往西南方向延伸，使
半岛东北部与东南部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并且拥有一个独立的水系———洛东江。此脉
系西面有密集的小山脉，大体横亘在南北通路上，且集中在半岛中部，这使得此脉系以西南北陆路
交流受阻。整体而言，朝鲜半岛西北部地势平坦，与辽东地区自然地理特征类同。这种特殊的地势
环境是朝鲜半岛早期在族群、文化方面呈现多样性的客观因素。

到了新石期文化中期（约公元前４０００年至前３０００年），受中华文化影响，朝鲜半岛中西部开始
出现刻划纹陶器系统，并逐渐蔓延至朝鲜半岛全境。③不过目前还不能确定朝鲜半岛不同区域内刻
划纹系统彼此间的族群联系。从新时期遗迹分布④来看，主要集中在鸭绿江下游地区、大同江地
区、汉江地区、洛东江下游地区以及西部、南部沿海地区，甚至西部沿海岛屿上也有新石器遗迹分
布。这种现象是否意味着早在新石器时期，人类就依靠漂浮等手段在朝鲜半岛西部沿海进行广范
围的活动，还有待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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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从文化类型间彼此存在差异这一点来看，朝鲜半岛该时期各个区域间的交流还不够活跃，
但这并不意味着新石器时期朝鲜半岛上的人类文明与其他地区毫无关联。韩永愚就指出，咸镜北
道清津农圃里、平安南道温泉郡弓山里、京畿道富川市、江原道春川市校洞等地发现的公元前２０００
年的新石器末期陶器的形制，就受到中国河南发现的庙底沟文化的影响①。

随后在汉江流域新石器晚期江原道春川市内坪遗址（公元前１０００年—前９００年）出土的左右
栉纹陶器与半贯通突瘤形孔列陶器，与图们江流域新石器时代晚期阶段的半贯通突瘤形孔列陶器
也具有关联性。而经过对此一时期孔列纹陶器文化的考察，可以发现存在着由图们江流域向汉江
流域传播，又逐渐向更南地域扩散的文化传播路径。②这说明在公元前１０００年，朝鲜半岛东北部地
区和中东部地区可能存在着人员往来活动。

新石器晚期朝鲜半岛的文化系统虽然在局部之间有所关联，但不能就此推断此时期在朝鲜半
岛存在单一的族群体系。图们江流域人类文明有向汉江流域传播的迹象，不过公元前１０世纪—前
９世纪左右，在汉江流域明显存在着不同的文化体系。至少有两个文化系统并存，分别是素面陶器
文化中角形陶器文化的（京畿道江华郡河岵面）三巨里遗址群和受图们江流域深腹钵形陶器文化
影响的（京畿道坡州郡）交河里遗址群，且在首尔市松坡区可乐洞遗址出现了两个系统发生融合的
迹象。③

新时期时代早期朝鲜半岛人类活动的主要区域集中在海边或河边，以渔猎为其主要生产活动，
人类活动的密度较低，且这种状态存续的时间较长。到了新石器后期，朝鲜半岛原住民才开始向适
宜农耕的丘陵地带迁移。这也为日后我国华北及东北地区人口向朝鲜半岛迁徙提供了广阔空间。

新石器时期，朝鲜半岛西北部地区与我国东北辽河地区同属一个文化区域的特征就已经显现
出来，在随后的青铜器时期乃至铁器时期等相当长的时间，朝鲜半岛西北地区一直扮演着我国东北
区域文化向朝鲜半岛传播蔓延的一个重要节点区域的角色。

二、商周时期华北诸夏对东北、朝鲜半岛局部地区族群的政治、文化影响
“箕子东走朝鲜”是有关中原向东北及朝鲜半岛北部移民的最早记载。《尚书·大传》记载：

“武王胜殷，继公子禄父，释箕子之囚。箕子不忍周之释，走之朝鲜。武王闻之，因以朝鲜封之。”
《史记》也记载“武王乃封箕子于朝鲜而不臣也”④。除此以外，《汉书·地理志》《后汉书·东夷传》
等史书也都记载有“箕子朝鲜”之事。就其规模而言，箕子作为殷商王族，且受封国，随箕子播迁的
殷人至少也当以千记。

目前学界较为认可的意见是以箕子为代表的殷族集团曾首先抵达并落脚在辽西⑤，且有可能
是今天辽宁省大凌河流域喀左县或者其周围地区。此地曾出土过与安阳小屯形制相同的商代青铜
器。⑥除此以外，辽宁省喀左县小波汰沟出土商晚期饕餮纹大圆鼎，是迄今为止发现的商王畿之外
最大的铜鼎，此鼎也存在着跟随箕子一族至此的可能性。而大凌河流域与孤竹国相邻且存在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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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从公元前２０００年开始，受中国河南省庙底沟石器文化的影响，朝鲜半岛出现了平底，周身为水纹、雷纹、绳纹等动态图案的彩
色陶器。代表性遗迹有：清津农圃里、平安南道温泉弓山遗址、富川市道、凤山智塔里、春川校洞等。参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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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①孤竹国②与商王朝有着密切的关系，商末孤竹君的两位王子伯夷与叔齐在周武王伐纣灭商
之后，耻食周粟终至饿死首阳③，是史料中仅见的为商王朝殉道的方国贵族，由此可见孤竹国对商
王朝的忠诚度。箕子选择避难至孤竹国身后的喀左地区，这种推断也是最具说服力的。

箕子一族可能到达并初步定居的辽西大凌河流域也可能并非一片空地，或至少其周边有不少
当地的土著族群。学界也有一种观点认为，箕子一行与当地的游牧文化族群共存、融合，共同成为
古朝鲜基础。④就土著的考古文化类型而言，普遍认为箕子所到达的东北地区尚属夏家店下层文化
居民的北方系青铜文化。⑤箕子一族最终融入当地土著族群中。有关土著族群的族属，傅斯年曾主
张“箕氏卫氏之朝鲜，统治者虽迁自中国，其大部居民中应有不少之秽貊旧族”⑥，即认为箕子带领
的殷族与秽貊相融合。林禨认为，貊主要是在西周初年活动于大、小凌河一带的古代部族。⑦张博
泉也认为“箕子以秽貊为本立国”⑧。就时间与地点来说，箕子一族与貊相邻、相交、相融的可能性
最大。

考古资料也显示，包括辽河流域的夏家店下层文化、高台山文化、双坨子文化、马城子文化等在
内的东北地区的文化面貌，除了自身发展以外，还受到了外来文化介入的影响。⑨最为显著的文化
面貌的变化就是此一地区琵琶型铜剑的出现。

学界曾认为，最早的琵琶型铜剑与辽东地区上马石上层类型文化有关，据碳十四测年，上马石
上层类型的年代被推定为公元前１１００年左右。瑏瑠不过，随后姜仁旭对此一说法提出了批评，认为琵
琶型铜剑是公元前１０世纪左右起源于辽西地区的十二台营子文化。瑏瑡无论如何，琵琶型铜剑的诞
生，至少是在箕子一族抵达辽西的同时或之后的一段时期。这样的时间关联性上，虽然还不能明确
箕子一族抵达与琵琶型铜剑的产生之间有着怎样的关系以及具体过程，但可以明确的是，两者在时
间轴上存在着很明显的前后关系。

公元前９—前７世纪，琵琶型铜剑文化开始向外扩散瑏瑢，形成了直达朝鲜半岛清川江流域的“琵
琶型铜剑文化圈”，但由于该时期大同江以南地区未能发现与琵琶型铜剑共生的美松里形陶器等
生活资料，仅发现了琵琶型铜剑、琵琶型铜矛、扇形铜斧等铜器，因此，大同江流域以南地区被称为
“琵琶型铜剑文化影响圈”瑏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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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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⑨

瑏瑠

瑏瑡

瑏瑢

瑏瑣

李学勤：《试论孤竹》，载《社会科学战线》，１９８３年第２期。
“孤竹”：“其地应在今河北省东境的卢龙县、迁安县一带。”参见：孙进己、冯永谦总纂：《东北历史地理》（第一卷），黑龙江人民

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第１８１页。
《史记·伯夷列传》，中华书局１９８２年版，第２１２３页。
〔韩〕姜仁旭（音）：《古朝鲜的成立和大凌河流域中原青铜礼器的再解释》，载《白山学报》第１２０号，白山学会，２０２１年。
〔韩〕宋镐?：《大凌河流域殷周青铜礼器使用集团和箕子朝鲜》，载《韩国古代史研究》第３８辑，韩国古代史学会，２００５年。
傅斯年：《东北史纲》，上海三联书店，２０１７年，第１５２页。
林禨：《说“貊”》，载《史学集刊》，１９９９年第４期。
张博泉：《箕子“八条之教”的研究》，载《史学集刊》，１９９５年第１期。
赵宾福：《辽西地区汉以前文化发展序列的建立及文化纵横关系的探讨》，载《边疆考古研究》，２０１１年第１０辑。
〔韩〕崔梦龙等著，成瞡瑭译：《汉江流域史》，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８年，第９１页。
〔韩〕姜仁旭：《对辽宁地域琵琶型铜剑的考察》，载《韩国上古史学报》第２１辑，韩国上古史学会，１９９６年；姜仁旭：《对于朝鲜半

岛出土琵琶型铜剑的登场与地域性》，载《韩国上古史学报》第４９辑，韩国上古史学会，２００５年。
由于学界就琵琶型铜剑最先出现的地点分别有辽西说与辽东说两种，因此，有关琵琶型铜剑的传播方向也有两种不同的见解。

以我国学者林禨、翟德芳、朴镇煜等为代表的学者认为，琵琶型铜剑文化在公元前９—前７世纪分别向辽西地区以及朝鲜半岛方向传播
（参见〔韩〕崔梦龙等著，成瞡瑭译：《汉江流域史》，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８年，第９３页）。而主张辽西起源说的姜仁旭则认为，琵琶型铜
剑文化是从辽西经辽东传向朝鲜半岛的。（参见〔韩〕姜仁旭：《对辽宁地域琵琶型铜剑的考察》，载《韩国上古史学报》第２１辑，１９９６年；
姜仁旭：《对于朝鲜半岛出土琵琶型铜剑的登场与地域性》，载《韩国上古史学报》第４９辑，２００５年。）本文接受相对严谨的辽西起源说。

〔韩〕崔梦龙等著，成瞡瑭译：《汉江流域史》，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８年，第９７页。另外，考古资料还显示汉江流域琵琶型铜剑起
源于公元前７世纪前后，尚不能再往前推及。参见〔韩〕崔梦龙等著、成瞡瑭译：《汉江流域史》，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８年，第１３１页。



不过，需要强调的是，文化圈的扩大并非一定伴随着单一族群的扩大，因为文化具有超越单一
族群的特性，如筷子文化与东亚各族群的关系一样。因此，我们不能判定“琵琶型铜剑文化圈”的
形成就是单一族群扩张的结果，因为早期至少在大小凌河流域还存在着如屠何①等其他不同的族
群。本文倾向于当时存在一个势力相对较强的主体族群推动了“琵琶型铜剑文化圈”的形成。

至于为何琵琶型铜剑文化会在公元前９—前７世纪出现扩散现象，除了这一地区族群自身繁
衍发展壮大的因素外，也不能排除由于西部其他族群的进出而受到了排挤。

从考古资料上来看，辽西地区存在不同文化融合的现象。在公元前１０—前９世纪，首先传到
东北的欧亚草原“山字脊顶叶矛”文化与稍后抵达中原地区的“南山根式铜矛”文化在辽河流域相
遇，“南山根式铜矛”文化遏制了“山字脊顶叶矛”文化发展势头，导致“山字脊顶叶矛”文化未能得
到充分发展。②在公元前９世纪—前７世纪以后，鄂尔多斯文化也东传到了辽西，不过也同样止步于
此。③除此以外，还发生过至少周宣王（？—前７８２年）之前的韩侯受封北国，驱逐貊族④，并开发新
拓土地之事⑤。

韩侯逐貊很可能是因为貊的强大，这可以从公元前１０—前７世纪欧亚草原“山字脊顶叶矛”文
化与鄂尔多斯文化分别止步于辽西而做出推测。以韩侯逐貊为分界线，在此之前的以琵琶型短茎
式铜剑为代表的青铜文化向东传播是貊强大的结果，其后的传播可能是貊族发展受挫，向东迁移的
结果。⑥除了韩侯逐貊说之外，还有“为騚狁所逼，稍稍东迁”说⑦，可见貊族在辽西地区与其他若干
族群曾有过不同程度的冲突，导致东迁。

为了更好地解释这一时期的文化变化现象，有必要以箕子为代表的殷族前往大小凌河流域并
融入貊族为区分标准，将貊族分为前貊与后貊。殷族对政治文化、武器文化的理解也一并融入貊
族，客观上为貊族带来了强盛的局面，这可能是貊族在公元前１０—前７世纪出现扩张现象的重要
原因之一。且极有可能，殷族就是统治阶级。⑧因此，后貊的主要特征就是，与殷族文化相结合产生
独特的既不是先前殷族也不是先前貊族的文化，可以称之为后貊文化，这也可能是“箕子朝鲜”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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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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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绵厚：《关于锦西台集屯三座古城的历史考察》，载《社会科学战线》，１９９０年第３期。
成瞡瑭：《朝鲜半岛青铜武器》，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９年，第１４４页。
田广金、郭素新：《鄂尔多斯式青铜器的渊源》，载《考古学报》，１９８８年第３期。
林禨也认为韩侯的先祖曾受“王”的命令攻击貊。参见林禨《说“貊”》，载《史学集刊》，１９９９年第４期。
事见：“王锡韩侯，其追其貊。奄受北国，因以其伯。实墉实壑，实亩实藉。”《诗经·大雅·韩奕》，长城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第５５８

页；杨军在分析周设韩侯的目的时认为：“箕侯国受到来自北方貉系各族的威胁，因而更名为朝鲜侯，以示接受周王朝的封号，自认是周
王朝的诸侯，以期得到周王朝的保护。周王朝也希望利用这个机会削弱朝鲜侯国的力量，使周人势力深入东北，于是在东北建立了一个
新的诸侯国———韩国。……宣王新建韩国，即命韩侯为北方的诸侯长，授予他统治各少数民族的权力，无疑是为了取代原箕侯国在东北
各方国中的地位，是借援救之名而行统治之实。但是周宣王的这一举措并未达到预期的效果。……韩后更名为韩西，即朝鲜，成为朝鲜
侯国的一部分。而吞并韩侯国的正是朝鲜侯国。”（参见杨军：《箕子与古朝鲜》，载《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１９９９年第３期。）此说不无
道理，姑且供参考。

成瞡瑭推测这一人口移动现象或发生在西周晚期到春秋早中期。参见成瞡瑭：《朝鲜半岛青铜武器》，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９
年，第１３９页。

《毛诗正义》卷十八，《十三经注疏》，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第１２３７页。
燕国所击朝鲜有宗周意识，此宗周意识或起自箕子。《史记·卷三十八·宋微子世家第八》记：“于是武王乃封箕子於朝鲜而不

臣也。其后箕子朝周（略）”一句，“不臣”说明箕子朝鲜一开始并非周之侯国，但后来箕子又“朝周”说明这种“不臣”的关系可能已经发
生改变。《魏略》又载：“昔箕子之后朝鲜侯，见周衰，燕自尊为王，欲东略地，朝鲜侯亦自称为王，欲兴兵逆击燕以尊周室。”说明在公元前
３世纪，箕子朝鲜仍是周之侯国，且尊周意识仍然存在。又根据《三国志》卷三十一《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第三十》所载：“昔箕子既适
朝鲜，作八条之教以教之，无门户之闭而民不为盗。其后四十馀世，朝鲜侯准僭号称王”之内容，可知箕子一族在朝鲜侯国代代相传至
灭国。

我国学界基本承认箕子朝鲜的存在。韩国学界主流意见也不否认箕子朝鲜的存在，但是还会有一些否定箕子朝鲜的见解，如宋
镐?就认为箕子一族虽到达过辽西大凌河流域，但并不认为此区域曾存在过“箕子朝鲜”，而是认为被当地的土著戎狄文化给吸收了。
参见〔韩〕宋镐?：《大凌河流域殷周青铜礼器使用集团和箕子朝鲜》，载《韩国古代史研究》第３８辑，韩国古代史学会，２００５年，第３３页。



主要文化内容。
种种迹象表面，在公元前９—前７世纪是琵琶型铜剑文化发展壮大的时期，同时也是充满挑战

的时期。从琵琶型铜剑在公元前９—前７世纪向东传播的范围来看，即“琵琶型铜剑文化圈”的东
部边界来看，意味着这一期间享有琵琶型铜剑文化的人群活动范围主要在清川江以北地区。约在
西周晚期到春秋早中期阶段，随着貊人集团的移动，老哈河流域、辽东北部的考古学文化逐渐向辽
东半岛南端以及朝鲜半岛移动，而朝鲜半岛也因此进入了以琵琶型短茎铜剑为代表的新阶段。①虽
然从考古资料上来看，琵琶型铜剑文化载体的族群生活圈在西周晚期到春秋早中期抵达大同江以
北地区，但这并不意味着承载琵琶型铜剑文化的政治实体的中心也迁移到了今天的朝鲜半岛。恰
恰相反，与琵琶型铜剑共生的美松里型陶器等生活资料，在公元前７世纪以前仅在大同江以北的地
区被发现，这说明此时大同江流域还是具有“后貊文化”特征的人群活动的边缘地区，此时“箕子朝
鲜”的主体部分还在辽河流域②，这一点也得到了一些史料的印证。

《战国策·燕策一》与《史记·苏秦列传》都记载了“燕东有朝鲜、辽东”一句，而不是“燕东有
辽东、朝鲜”，可见迟至燕文侯，即燕昭王以前时期，朝鲜的地望还处于燕与辽东之间的辽河流域。
且东汉学者应劭注《史记》所载卫满都王险一句时谈道：“地理志辽东险渎县，朝鲜王旧都。”东晋学
者徐广则注释道“昌黎有险渎县”③。而故险渎县遗址位于今辽宁省鞍山市台安县境内，正处在辽
河流域。由此可见，“箕子朝鲜”的政治中心在公元前７世纪左右由辽西东迁至辽河流域④，其势力
范围则向东抵达大同江流域。

通过辽东地区墓葬文化的变化，我们还可以做进一步的推断，“箕子朝鲜”经历了从弱小到强
大，并在西周中期至春秋时期渐趋凝聚的过程。西周中期至春秋时期，辽东地区、朝鲜半岛西北部
以支石墓和石棺墓为主的石构墓葬文化圈逐渐形成。⑤墓葬中出土的生活资料所反映的文化面貌
也逐渐趋同，而从这些墓葬中出土的弦纹壶、素面钵口壶、横耳罐、叠唇筒形罐、琵琶型铜剑、铜矛等
遗物来看，应该就是这一时期“箕子朝鲜”文化中具有代表性的生活资料。

后貊还受到殷族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据《汉书·地理志下》所载：“殷道衰，箕子去之朝鲜，
教其民以礼义，田蚕织作。”可知殷族为貊族带来了礼仪与先进的农业文明。《后汉书·东夷传》也
提道：“昔武王封箕子于朝鲜，箕子教以礼义田蚕，又制八条之教。”结果以后貊为主体族群的“箕子
朝鲜”民风民俗为之大变，“无门户之闭，而民不为盗”⑥。

尚白风俗也可能受到了殷族的影响，《礼记·檀弓上》记载：“殷人尚白，大事敛用日中，戎事乘
翰，牲用白。”《淮南子·齐俗训》也提道：“殷人其服尚白。”这一风俗深刻影响了属于受“箕子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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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成瞡瑭：《朝鲜半岛青铜武器》，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９年，第１４０页。
韩国学界有箕子一族南下说，如卢泰敦就认为箕子一族到达辽西以后，并未再向东北方向移动，而是南下至今山东省永久定居

下来。不过这种主张的论据并不算充分。参见〔韩〕卢泰敦：《箕子东来说的事实性与否，通过韩国史来看我们和对世界的认识》，坡州：
草色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第２９５—３０３页。

《史记》卷一百一十五《朝鲜列传第五十五》，中华书局，１９８２年，第２９８６页。
琵琶型铜剑的分布范围大体上西到大小凌河流域，西北到老哈河、西拉木轮河流域，北到吉林、长春地区，东边几乎分布到整个

朝鲜半岛。（参见林禨：《中国东北系铜剑初论》，载《考古学报》，１９８０年第２期。）琵琶型铜剑向朝鲜半岛的传播晚于在辽东地区的传
播，结合公元前７世纪左右“琵琶型铜剑文化圈”的范围，可以判定此时期箕子朝鲜的大致势力范围。另外，《吕氏春秋·恃君览·恃君》
认为，秽貊的居住地在“非滨之东”，“非滨之东，夷秽之乡”。毕沅（１７３０—１７９７）校注说：“‘非’，疑当作‘北’，犹言北海之东也。”而所谓
“北海”，指的就是今天的渤海，而“非滨之东”指的就是今天的辽东半岛一带。

吴大洋：《朝鲜半岛北部地区青铜时代石构墓葬研究———兼论与中国东北邻境地区之比较》，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２０１３年，
第２０６页。

《三国志》卷三十三《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第三十》，中华书局，２０１１年，７０７页。



鲜”影响的扶余。扶余“在国衣尚白”，且“以殷正月祭天”①，显示扶余与殷族或存在一定的关系。
对于“箕子朝鲜”而言，扶余系可能是受“箕子朝鲜”影响的一个貊族边缘族群，其文化或是受“箕子
朝鲜”影响的一种亚文化。我们可以借用“生”“熟”的概念去理解这种文化现象，如《宋史》所载
“今儋崖、万安皆与黎为境，其服属州县者为熟黎，其居山洞无征徭者为生黎，时出与郡人互市”②那
样，以相同族群中与其他族群关系为判断基准，可以再将族群乃至族群文化进行分类。基于此类族
群文化现象，我们可以再做更进一步的推论，即扶余或是“箕子朝鲜”的亚文化，而日后的高句丽③、
百济④则又或是扶余的亚文化，但是高句丽与百济又基于各自的势力范围分别与华夏、马韩等族群
相融合，又逐渐演化为两种独特的文化。

今大同江流域及黄海道地区的琵琶型铜剑期的绝对年代相当于公元前８世纪到前４世纪。⑤因
此可以推测，此地区在此期间或属于“箕子朝鲜”领土范围或势力影响范围的东部。我们可以将大
同江流域及黄海道地区的琵琶型铜剑期视为研究“箕子朝鲜”国运发展的一个局部标本，如果说公
元前８世纪这一区域开始出现琵琶型铜剑文化是“箕子朝鲜”向东移动的结果，那公元前４世纪此
一地区琵琶型铜剑期的结束，则有可能意味同一政体下铜剑工艺的革新，或意味由不同族群间政治
势力的变换带来的青铜武器文化的更迭。可以明确的是，琵琶型铜剑期的结束年代与细形铜剑出
现时期有着直接的关系。⑥

琵琶型铜剑向细形铜剑的演变发生在辽东地区，辽东地区由琵琶型铜剑向细形铜剑的转变，即
初期细形铜剑出现年代是公元前４世纪前后。而由“初期细形铜剑”发展成为“典型细形铜剑”则
在以大同江流域为中心的地区发生。⑦这说明在细形铜剑期，辽东地区与朝鲜半岛开始出现文化差
异，这很有可能与原本位于辽东地区的政权中心向朝鲜半岛转移、收缩有关。

目前考古学界认为，辽东地区以及清川江以北地区的细形铜剑上限年代为公元前４世纪，下限
年代为公元前３世纪。不过大同江以南地区，细形铜剑的下限年代要晚于公元前３世纪。⑧而鸭绿
江、清川江流域的细形铜剑期文化中的重要生活资料———陶器，又与琵琶型铜剑期有重叠性⑨，说
明该地区铜剑形制的变化，并不意味着在此时期该地区的族群发生根本变化。大同江以南地区细
形铜剑下限年代的滞后性，除了能说明“箕子朝鲜”的一小部分族群存在一个继续向大同江以南迁
移过程以外，还说明在大同江以南地区文化更替也存在滞后性。

整体说来，辽东地区细形铜剑的出现与燕国等中原文化的影响有关。在燕国影响半岛以前，无
论是从考古资料还是历史记录都显示辽东、朝鲜半岛与华北地区已经有了人员往来以及华北人口
向辽东、朝鲜半岛的迁移活动。首先，通过半岛与齐国有“文皮”瑏瑠商贸往来的情况来看，至少在齐
桓公（公元前６８５—前６４３年在位）时期以前，齐国与半岛就有了人员往来交流。另外，公元前７世
纪—前５世纪，具有中原风俗属性的土圹墓在辽东地区及鸭绿江流域出现，这说明中原人口自发性
的移居，以及技术、文明的传播可能在公元前７世纪—前５世纪期间就已经发生。且早在秦始皇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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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志》卷三十一《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第三十》，中华书局，２０１１年，７０１页。
《宋史·蛮夷传三·黎洞》。
从高句丽出自扶余别种，且祀箕子神等史料线索来看，可以看出高句丽与箕子朝鲜存在的关联性。参见《旧唐书》卷一百九十

九（上）列传第一百四十九上《东夷·高丽》，中华书局，１９７５年，第５３１９、５３２０页。
“百济国，其先出自夫馀。”（《魏书》卷一百列传第八十八，中华书局，１９７４年，第２２１７页。）
〔韩〕崔梦龙等著，成瞡瑭译：《汉江流域史》，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８年，第１１３页。
〔韩〕崔梦龙等著，成瞡瑭译：《汉江流域史》，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８年，第１１２页。
〔韩〕崔梦龙等著，成瞡瑭译：《汉江流域史》，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８年，第９８页。
〔韩〕崔梦龙等著，成瞡瑭译：《汉江流域史》，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８年，第９９页。
〔韩〕崔梦龙等著、成瞡瑭译：《汉江流域史》，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８年，第９９页。
李山、轩新丽译：《管子》（下），中华书局，２０１９年，第１０１７页。



徐福入海求仙之前的公元前４世纪，齐国的威、宣二王以及燕国的燕昭王就曾“使人入海，求蓬莱、
方丈、瀛洲”。①不能排除其中有些人抵达辽东、朝鲜半岛等地。②，这些人也极有可能携带中原式青
铜武器，并有可能帮助“箕子朝鲜”改变了其青铜剑铸造样式。因为从一开始辽东地区出现的细形
铜剑就有与中原式铜剑共存的普遍现象③，且出土细形铜剑最多的是土坑墓④，不同于之前琵琶型
铜剑主要出土于石棺墓、支石墓这一情况，再加上考虑到土坑墓的出现有可能是中原人移居的结
果，种种现象显示细形铜剑与中原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

辽东地区细形铜剑文化向朝鲜半岛内传播时还出现了典型的陶器二重口沿深腹钵形器与黑色
磨研长径壶，这说明该时期辽东地区或吸收了更为广泛的新文明，不仅仅只是铜剑铸造形制发生了
变化。⑤这很有可能是贸易、工匠播迁的结果，即小规模的人口流动所带来的影响。

三、商周时期“箕子朝鲜”与华北诸夏在东北亚局部地区的迁徙与文化交融
“箕子朝鲜”在经历了几个世纪的稳定发展期后，公元前３世纪初，其宁静被打破。最初燕易

王始称燕王（公元前３２３年）⑥，而“箕子之后朝鲜侯，见周衰，燕自尊为王，欲东略地，朝鲜侯亦自称
为王，欲兴兵逆击燕以尊周室”。结果“其大夫礼谏之，乃止。使礼西说燕，燕止之，不攻”⑦。化解
了初次的危机。不过仅仅过了几十年之后，在公元前３００年左右⑧，朝鲜王“子孙稍骄虐，燕乃遣将
秦开攻其西方，取地二千余里，至满番汗为界，朝鲜遂弱”⑨。从“取地二千余里”一句来看，除了显
示出“箕子朝鲜”曾经地域广阔外，还显示出经此一役“箕子朝鲜”元气大伤，被压缩至满番汗以东。
郑君雷认为，以满番汗为界就是以此次战争之后修筑的大宁江长城为界。瑏瑠

在公元前３００年前后，“箕子朝鲜”被限定在以大同江流域与今平壤为中心的狭小空间内。而在此
一时期，细形铜矛与短内式铜矛也一起传入朝鲜半岛瑏瑡，这一现象印证了“箕子朝鲜”迁往半岛的事实。
被燕国击败后“箕子朝鲜”势力衰微，在大同江流域有可能处于一种孤立状态。此时，更南的汉江尚无活
跃的文明迹象，没有出现铁器到来后的细形铜剑后期文化，但是细形铜剑却在更南的地方继续发展（见
图１）。这种现象意味着“箕子朝鲜”一小部分族群有可能走得更远，与半岛南部的土著融合。与此同
时，在半岛西南部地区还发现了如韩国全罗南道的完州上林里遗址出土的中原式铜剑。瑏瑢这些铜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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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封禅书》，中华书局，１９８２年，第１３６９页。
有研究认为由山东半岛与黄海、渤海沿岸去朝鲜半岛的海上航行，可推溯至新石器晚期。春秋战国时期中原人不仅知道朝鲜之

地域所在，沿着渤海海峡中的庙岛群岛与辽东半岛南岸，海船就很容易驶达朝鲜，且已经能航行到朝鲜半岛南部与东南部。（参见张炜、
方主编：《中国海疆通史》，中州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第３２页。）

成瞡瑭：《朝鲜半岛青铜武器》，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９年，第２页。
〔韩〕崔梦龙等著，成瞡瑭译：《汉江流域史》，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８年，第９７页。
〔韩〕崔梦龙等著，成瞡瑭译：《汉江流域史》，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８年，第９９页。
彭华认为箕氏朝鲜“自称为王”也当在公元前３２３年，而其“欲兴兵逆击燕，以尊周室”的军事行动，应在这之后。参见彭华：《燕

国八百年》，中华书局，２０１８年，第２３２页。
参见《三国志》卷三十一《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第三十》，中华书局，２０１１年版，第７０８页。
彭华认为秦开攻打箕子朝鲜，将箕子朝鲜赶至满番汗以东的时间发生在公元前２８０年。（参见彭华：《燕国八百年》，中华书局，

２０１８年，第２３２页。）
参见《三国志》卷三十一《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第三十》，中华书局２０１１年版，第７０８页。
郑君雷：《大宁江长城的相关问题》，载《史学集刊》，１９９７年第１期。
成瞡瑭：《朝鲜半岛青铜武器》，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９年，第１４４页。
李慧竹：《汉代以前山东与朝鲜半岛南部的交往》，载《北方文物》，２００４年第１期。还有人主张是吴越地区传入。（白云翔：《从

韩国上林里铜剑和日本平原村铜镜论中国古代青铜工匠的两次东渡》，载《文物》，２０１５年第８期；白云翔：《公元前一千纪后半叶中韩交
流的考古学探究》，载《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２０１８年第４期。）也有人主张从山东半岛流入。（王青：《山东发现的几把东北系青铜短剑
及相关问题》，载《考古》，２００７年第８期。）就流入时间，成瞡瑭认为战国末年到汉初比较可信。（参见成瞡瑭：《朝鲜半岛青铜武器》，上
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９年，第８０页。）



在战国中期，即公元前４世纪后半叶来源于齐国。在半岛上发现的中原式铜剑大约流行在公元前
３世纪后叶到公元前２世纪前叶，约半个世纪的时间①，这一时期正是中国历史上的战国时期，中原
各国间残酷激烈且频繁的战争，是这些中原式铜剑传到半岛南部的时代背景。据推测，这些中原式
铜剑的持有人极有可能是避乱、避难或从海路抵达半岛南部的。②不过从既有的考古资料上来看，
这些中原式铜剑并没有就此流行起来，因为同时期半岛上还持续存在着变形琵琶型铜剑以及细形
铜剑③，即持有这些中原式铜剑的中原居民在半岛南部地区属于零星式的流入现象，并没有对当地
土著文化产生颠覆性影响。相反，该时期深入半岛南部的少数中原居民很可能渐渐融入了当地土
著族群中。

图１　 汉江流域细形铜剑期出土遗物④

在半岛南部有称为“韩”的土著⑤，不过有关记录出现的时间相对较晚，如我国最早有关“韩”的
记录是东汉时期的《潜夫论》《后汉书》等，《三国史记》最早出现有关“韩”族的记录是在新罗朴赫
居世十九年，即公元前３９年，史载这年“春正月，卞韩以国来降”⑥。有关韩族的构成，一种意见⑦认
为，韩族由商族、土著民族、周族融合而成。罗继祖认为，商族即箕子一支和随着箕子入海的一批商
族遗民，也就是辰韩。周族是北方的韩国被灭于燕后，有一部分人渡海东去三韩中的弁韩。马韩则
是由土著组成。还有一种意见⑧认为在西周的中后期，北方的貊系部族逐渐向东、向南迁移，与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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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镇先著，成瞡瑭译：《中国式铜剑在朝鲜半岛出现的背景》，载《边疆考古研究》，２００６年第５期。
李慧竹：《汉代以前山东与朝鲜半岛南部的交往》，载《北方文物》，２００４年第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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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韩〕崔梦龙著，成瞡瑭译，《汉江流域史》，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８年，第１４２页。
《后汉书》卷八十五《东夷列传第七十五》，中华书局，１９６５年版，第２８１８页。
《三国史记》卷第一《新罗本纪第一》，吉林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第２页。
罗继祖：《辰国三韩考》，载《北方文物》，１９９５年第１期。
林坚：《朝鲜半岛的中国移民历史考察》，载《延边大学学报（社科版）》，２００９年第２期。



人融合形成沃沮、違貊民族，并在半岛南部与当地的違人融合成为马韩。刘子敏①则认为，“三韩”
之“韩”的由来与“韩侯之国”土崩瓦解及有一部分人越海前往半岛南部有关。

琵琶型铜剑文化在半岛主要分布在以南海岸为中心的中南部地区②，这一现象说明“箕子朝
鲜”遗民或受“箕子朝鲜”文化影响的中原居民通过陆路或海路迁往半岛南部。不过种种迹象表
明，在战国末到汉初时期，中原文明在半岛西北部的影响要远远大于南部地区。与半岛南部不同的
是，战国末到汉初在辽东半岛到朝鲜半岛西北部地区有相当数量的中原式铜剑分布。③中原文化的
影响力在此地区也相对强势。

四、战国时期燕文化对东北、朝鲜半岛西北局部区域的影响
由于地缘原因，相对而言在周文化中，燕文化对辽东地区的影响更为深刻。燕昭王在位期（前３１１—

前２７９）是燕国最为强盛的时期，史称“全燕”。燕国的领土延伸到半岛西北地区，在辽东设郡④并修筑长
城。使偏居平壤地区一隅的“箕子朝鲜”臣服，并“为置吏”⑤。不过仅约半个世纪以后，公元前２２６年，
秦军攻入燕都，燕王喜东迁辽东，旋即在四年后的公元前２２２年为秦所灭。⑥在这半个世纪的时间
应是燕国人大量前往辽东、半岛的时期；而公元前２２６年以后，是燕国贵族、军队大举迁往辽东、半
岛的一个时期。秦灭燕后，承燕制在辽东亦设郡⑦，进行直接管辖，对半岛居民实施间接管理，使属
辽东外徼。在此过程中燕国贵族等燕国人有可能继续向半岛内部迁徙。顾炎武曾指出“六国独燕
无后”⑧这一现象，是讲陈胜、吴广起义之后，原六国纷纷出现旧贵族势力的抬头，唯独燕国不见有
贵族后裔复起的记录。彭华根据《史记·太史公自序》中“燕丹散落辽间，满收其亡民，厥聚海东，
以集真藩，葆塞为外臣”等史料推测，燕国并非无后，只是在中原大地基本无后，其宗室后裔远徙半
岛⑨，其中一部分融入后来的“卫氏朝鲜”；另一部分不为“卫满朝鲜”所容的燕国旧贵族极有可能继
续南迁，并或以“燕”为姓氏瑏瑠。与此同时，铜矛、铜戈等长兵器集中出现在半岛东南地区，且因缺乏
实用性而渐渐呈现礼仪化倾向瑏瑡等现象。

王绵厚推测燕秦汉时期“辽东故塞”的基本走向由新民公主屯向东，经“乌尔汉”一线过辽河以
东，然后东南经沈北财落堡以北一线，经铁岭南邱台和沈阳之间，由蒲河而进入浑河以北。东南行
由沈北新乐东，指浑河北岸东陵东山，再延至抚顺方向。经由东陵区“青桩地”重要古城（辽东郡中
部都尉）以北，过抚顺望花区高湾烽燧东南行，沿浑河支流拉古河南下，从拉古、海浪一线烽燧址，
沿拉古河东南行，延向本溪市威宁营和碱厂堡、赛马镇，然后向东进入宽甸北部的灌水、太平哨以南
至大西岔一线，直至鸭绿江西岸，过鸭绿江延展至大宁江长城。瑏瑢燕人等华北居民向辽东地区的迁
居应该主要集中在此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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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子敏：《朝鲜半岛“三韩”研究》，载《朝鲜·韩国历史研究》，２０１１年第１１辑。
赵镇先著，成瞡瑭译：《中国式铜剑在朝鲜半岛出现的背景》，载《边疆考古研究》，２００６年第５期。
赵镇先著，成瞡瑭译：《中国式铜剑在朝鲜半岛出现的背景》，载《边疆考古研究》，２００６年第５期。
“燕亦筑长城，自造阳至襄平。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郡以拒胡。”《史记·匈奴列传》，中华书局，１９８２年版，第２８８６页。
“自始全燕时，尝略属真番、朝鲜，为置吏，筑鄣塞。”（《史记》卷一百一十五《朝鲜列传第五十五》），中华书局，１９８２年，第２９８５页。
《史记》卷三十四《燕召公世家第四》，中华书局，１９８２年，第１５６１页。
《汉书·地理志》，中华书局，１９６２年，第１６２５页。
《日知录》卷二十二“六国独燕无后”条，见（明）顾炎武、（清）黄汝成集释，栾保群、吕宗力点校：《日知录集释》（中），上海古籍

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第１２３７页。
彭华：《燕国八百年》，中华书局，２０１８年，第１４１页。
如后来在朝鲜半岛西南部的百济就活跃着燕氏家族，是百济国中大姓八族之一。（见《隋书》卷八十一列传第四十六）
成瞡瑭：《朝鲜半岛青铜武器》，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９年，第１５３页。
王绵厚：《燕秦汉“辽东故塞”诸问题考论———从对〈史记〉一段文字的释读谈起》，载《社会科学战线》，２０１４年第７期。



随着燕国人开始规模性地向辽东迁移，与原来居住在辽西、辽东的戎族、夷族等逐渐融合，导致
随后山戎、东夷等名不再见于史籍。①燕人与这些族群的融合之所以如此顺利，原因可能在于原本
山戎、东夷在经济、文化等方面和燕人就比较相近。②这种经济、文化的相近性，基于燕国取辽东地
之前燕国就与半岛存在着广泛的人员交流。

考古资料显示，最晚在公元前４世纪末的战国中晚期，东北已有中原铁器传入，分布在辽西地
区的袁台子、十二台营子、下辽河流域热闹街等个别遗址。并且半岛的青铜武器文化也从公元前４
世纪末开始，受到了燕文化扩散的影响。在铁器文化流入半岛的过程中，铁器农具比铁质武器出现
的更早也更频繁③，这种现象说明，这一时期最先是中原农耕居民迁入半岛，或是受燕国铁器文化
影响的其他东夷族群迁入半岛，抑或只是单纯的技术输入。总之，在燕国与“箕子朝鲜”爆发大规
模战争之前，两者间已经有了密切的经济、人员、文化交流迹象。

在燕国统治辽东等地区半个世纪左右时间里，积极开发当地商业，辽东地区的煮盐业成为燕国
的一大产业。④因此，在辽西、辽东、半岛等地发现有广泛且大量的燕国钱币、文物等。如辽宁省义
县老君堡大凌河岸出土的明刀、安阳币数瓮，大石桥盘龙山附近发现的战国明刀，辽阳太子河附近
出土的方足布、明刀币，熊岳北五里厢红旗出土的战国货币方足布、尖足布等⑤；锦州大泥洼子出土
的明刀币、布币等；沈阳大西门外热闹街战国晚期墓葬出土的陶盖鼎、盘、壶、?等⑥；辽阳出土了战
国虺纹大鼎、“中平城”款铜戈和大批襄平布；旅顺老铁山牧羊城古城出土了明刀钱、一刀钱等⑦；辽
宁省北票东官营子发现燕王职戈等⑧。就地域分布而言只辽宁一地，就分别在辽宁朝阳⑨、敖汉
旗瑏瑠、大连等地出土数量可观的燕国货币。另外，在朝鲜平安南道江界化京面吉多洞也出土了４０００
余枚燕国货币；在朝鲜渭源崇正面龙渊洞出土了１２７６枚燕国货币残片（完整者５１枚）等。瑏瑡可见战
国末期辽西、辽东与半岛西北地区、河北地区是一个货币统一的商业活动区域。这种商业交流的一
体性促进了区域文化的交流与统合。司马迁所记“上谷至辽东，地踔远，人民希，数被寇，大与赵、
代俗相类，而民雕捍少虑，有鱼盐枣栗之饶。北邻乌桓、夫馀，东绾秽貉、朝鲜、真番之利”瑏瑢的场景，
正是这种交流与统合倾向发展到西汉汉武帝时期的具体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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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晚期，中原的燕、赵文化已直达到（今）吉林省中南部和南部。在中部东辽河流域，以（今）四平市梨树县二龙湖古城为代
表的战国末至西汉遗存，既含燕文化和汉文化的因素，又有浓郁地域性特色的土著文化因素，是一种以中原文化为主体的考古学遗存。”
（参见金旭东：《吉林省文物考古的世纪回顾与展望》，《考古》，２００３年第８期）“随着燕将向东开疆拓土，燕文化的传承者开始大规模进
入东北土著民族的活动区域，两种不同文化的交汇促成了这一地区民族融合达到新的水平。”“燕人修筑长城，需要征发大量的徭役建筑
边塞、转运物资，守备防线需要调动相当数量的吏卒，因此在辽东郡建置之初燕人开始大规模迁入，又以军队及其给养保障人员最先进
驻。燕人迁入辽东郡后，居民中仍有当地相当数量的东胡、东夷人，经过长期的郡县统治，融合成为边民，共同劳作，极大地改变了辽东
地区的文化面貌。”（于凌：《浅议燕秦时期辽东郡边民的构成》，《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科版）》，２０１８年第１期。）

孙进己、冯永谦总纂：《东北历史地理》（第一卷），黑龙江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第１８４页。
成瞡瑭：《朝鲜半岛青铜武器》，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９年，第１５３页。
“燕有辽东之煮。”（见李山、轩新丽译：《管子》（下），中华书局，２０１９年，第１００３页。）《管子》所载此句亦可从侧面考证《管子》

一书的成书时间不会早于公元前３世纪末燕据有辽东之前。
金毓黻：《东北通史》，《社会科学战线》杂志社，１９８０年，第６３页。
金殿士：《沈阳市南市区发现战国墓》，载《文物》，１９５９年第４期。
李文信主编：《辽宁史迹资料》，辽宁省博物馆１９６２年。（转引自李龙彬：《东北地区燕秦汉长城及城址研究》，吉林大学博士学

位论文，２０２０年，第２３４页。）
张震泽：《燕王职戈考释》，载《考古》，１９７３年第４期。
金德宣：《朝阳七道岭发现的战国货币》，载《文物》，１９６２年第３期。
敖汉旗文化馆：《敖汉旗老虎山遗址出土秦代铁权和战国铁器》，载《考古》，１９７６年第５期。
黄锡全：《先秦货币通论》，紫禁城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第２３４页。
《史记·货殖列传》，中华书局，１９８２年，第３２６５页。



五、秦朝时期半岛南部人口流动、交融情况
公元前２２２年，秦王派王贲攻辽东，俘燕王喜，灭燕。公元前２２１年，秦并天下后，始皇使蒙恬

筑长城，东到辽东。“时朝鲜王否立，畏秦袭之，略服属秦，不肯朝会。否死，其子准立。”①秦国延续
了燕国在辽东地区，包括半岛大宁江长城在内的统治规模②，羁縻已偏安一隅的“箕子朝鲜”。③大宁
江长城的北支辽宁省宽甸县白菜地石墙址和太平哨乡大挂房村出土的秦朝“李斯戈”④以及平壤石
岩里遗址出土的一把中原式铜剑，与刻有“二十五季（年）上郡守”铭文的秦戈（秦始皇２５年，公元
前２２２年）以及一件中原式铜矛⑤，都预示着秦朝统一六国后，势力影响范围已经涵盖了“箕氏朝
鲜”。因此，六国尤其是沿海地区素与半岛有着经济、人员交流，且航海技术发达的燕、齐两国为躲
避秦吞并之难的旧贵族，以及为躲避秦苛政的一般民众，就会走得更远，以逃出秦朝势力的影响范
围。因此，半岛南部地区，尤其是距秦更远的东南部地区则成了一方重要的避难之地。

韩国庆尚南道的蔚山市下岱遗址第２３号墓曾出土过一件通高５０厘米、口径３０厘米的铜鼎，
此外庆尚南道金海市良洞里遗址（东北与下岱遗址直线相隔４０余公里）第３２２号墓也曾出土一件
铜鼎和一串包括两颗水晶珠在内的项链。李慧竹通过考证认为，这些物品有可能是一同逃难的齐
国亡民中的一些贵族越海带来的，并继而认为山东地区与半岛的人员、文化交流至少在秦代之前的
战国时期就已经开始，且由山东半岛直达半岛南部的航路或在战国时期就已初步开辟。⑥这些先决
条件为随后逃避秦朝苛政的大规模难民提供了便利。

半岛南部三韩中的辰韩就是由大规模秦之亡人组成，马韩割东界地与之⑦，所谓东界地应是今
半岛东南部地区的洛东江流域，也就是今韩国庆尚南道的蔚山市下岱遗址与金海市良洞里遗址等
所在区域。此地方言词汇迟至三国时期仍有秦语的痕迹，且秦语种类进行细分的话，也应以燕、齐
两地为主。⑧除了语言上与燕、齐两地存在相似性外，辰韩在其他种种生活习惯、言语风俗上也处处
显示辰韩与马韩、弁韩存在不同。辰韩知“乘驾牛马。嫁娶以礼。行者让路”⑨。而马韩则“不知跪
拜、无长幼男女之别、不知骑乘牛马”瑏瑠。弁韩也与辰韩“言语风俗有异”瑏瑡。

另外，辰韩还有“儿生欲令其头扁，皆押之以石”瑏瑢的枕骨人为变形习俗，此为三韩中仅见。而
枕骨变形又是山东大汶口文化的独特现象，并延续到了龙山文化时期。瑏瑣目前，我们不能排除辰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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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三国志》卷三十一《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第三十》，中华书局，２０１１年版，第７０８—７０９页。
郑君雷：《大宁江长城的相关问题》，载《史学集刊》，１９９７年第１期。
《史记·律书》：“朝鲜，自全秦时内属为臣子。”（中华书局，１９８２年版，第１２４２页。）
王绵厚：《燕秦汉“辽东故塞”诸问题考论———从对〈史记〉一段文字的释读谈起》，载《社会科学战线》，２０１４年第７期。
赵镇先著，成瞡瑭译：《中国式铜剑在朝鲜半岛出现的背景》，载《边疆考古研究》，２００６年第５期。平壤地区出现的这些秦朝武

器除了或与秦朝对箕氏朝鲜行羁縻之策有关外，也不能排除秦末戍边军人出逃至此，携武器前来的可能性。
李慧竹：《汉代以前山东与朝鲜半岛南部的交往》，载《北方文物》，２００４年第１期。
“辰韩，耆老自言秦之亡人，避苦役，适韩国，马韩割东界地与之。”（《后汉书》卷八十五《东夷列传第七十五》，中华书局，１９６５

年，第２８１９页。）
“辰韩在马韩之东，其耆老传世，自言古之亡人避秦役来适韩国，马韩割其东界地与之。有城栅。其言语不与马韩同，名国为

邦，弓为弧，贼为寇，行酒为行觞。相呼皆为徒，有似秦人，非但燕、齐之名物也。名乐浪人为阿残；东方人名我为阿，谓乐浪人本其残馀
人。今有名之为秦韩者。始有六国，稍分为十二国。”（《三国志》卷三十一《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第三十》）“非但燕、齐之名物也”一句
说明此地沿用燕、齐两地名词居多，故而将有其他名词来源的情况称为“非但”。

《后汉书》卷八十五《东夷列传第七十五》，中华书局，１９６５年，第２８１９页。
《后汉书》卷八十五《东夷列传第七十五》，中华书局，１９６５年，第２８１９页。
《后汉书》卷八十五《东夷列传第七十五》，中华书局，１９６５年，第２８２０页。
《后汉书》卷八十五《东夷列传第七十五》，中华书局，１９６５年，第２８１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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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这一风俗与大汶口文化存在的关联性。少昊氏族集团又与山东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有密切关
系。①苗威认为，新罗人自谓少昊金天氏之后，或与西周时期海岱之地与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有关
的夷人渡海前往朝鲜半岛有关。②我们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同时也不能排除齐地的一些地区直至
秦灭齐国之初还留有枕骨变形习俗，并在秦灭齐国之际渡海前往半岛东南部洛东江地区的可能性。

朝鲜半岛东南地区，在秦朝时期还与徐福东渡一事相关。徐福东渡一事首见于《史记》，《史
记》中有关徐福的记录共有四条，其中三条出现在《秦始皇本纪》中。有关徐福最早的记载出现在
秦始皇二十八年（前２１９），秦始皇首次东巡赴泰山封禅，徐福趁机上书秦始皇，请求带领童男童女
入海求仙：“齐人徐?（市同福）等上书，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莱、方丈、瀛洲，仙人居之。请得斋
戒，与童男女求之。于是遣徐?发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仙人。”③七年后，秦始皇三十五年（前
２１２），始皇对徐福等方士求长生药不果震怒，史籍载：“今闻韩众去不报，徐?等费以巨万计，终不
得药，徒奸利相告日闻。”④又过两年，秦始皇三十七年（前２１０），秦始皇第四次东巡至琅琊，《史记》
记载：“方士徐?等入海求神药，数岁不得，费多，恐谴，乃诈曰：‘蓬莱药可得，然常为大鲛鱼所苦，
故不得至。愿请善射与俱，见则以连弩射之。’”⑤同年，秦始皇死在回程的路上，而徐福也最终
领“男女三千人，（始皇）资之五谷种种百工而行”，“得平原广泽，止王不来”。⑥就《史记》所载内容
来看，徐福东渡应该不止一次，且从最后一次所要求的“男女三千人”与“五谷种种百工”来看，足以
为“止王不来”创造充分的条件，这也说明徐福在前一次东渡的时候，已经到过某个让他觉得可以
居住的地方⑦，只是准备还不够充分。

目前，我国学界对徐福东渡之后的目的地问题存在几种不同意见：一是认为徐福一行去了日本
列岛⑧；二是认为徐福一行去往朝鲜半岛东南部⑨；三是认为徐福一行最终目的地是日本列岛，但是
一部分成员留在了朝鲜半岛瑏瑠；四是不确定最终去向，对“渡日说”持谨慎态度。瑏瑡还有一种主张是徐
福一行不可能到达“卫满朝鲜”瑏瑢，也即今天朝鲜半岛北部，其主张的根据是《史记》中对“卫满朝
鲜”已有详细记载，如果徐福最终到达半岛北部称王的话，就与有关“卫满朝鲜”的记录相冲突。虽
然意见多有分歧，但是无论是认为徐福一行最终去往半岛南部或是日本列岛，都很难断然否定存在
徐福一行曾出现在半岛南部可能性的这一观点。

通过对韩国民俗学方面的调查，我们发现涉及徐福传说发生地的朝鲜半岛具体地点主要集中
在西部与南部沿海，以及全罗南道智异山一带。目前，已知的有关徐福传说流传分布区域也都集中
在今天韩国的全罗南北道、庆尚南北道、济州道等南部区域。有关徐福传说的地点最东南方向是庆

５７

汉代以前我国华北、东北及朝鲜半岛地区的人类迁徙与文化交融研究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瑏瑡

瑏瑢

田继周：《先秦民族史》，四川民族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第１００—１０２页。
苗威：《论辰韩的民族构成》，载《社会科学战线》，２０１４年第３期。
《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中华书局，１９８２年，第２４７页。
《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中华书局，１９８２年，第２５８页。
《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中华书局，１９８２年，第２６３页。
《史记》卷一百一十八《淮南衡山列传》，中华书局，１９８２年，第３０８６页。
周延云等认为，徐福之所以欺骗秦始皇是想长期定居海外，还含有开发海外的因素。日本学者山本纪纲亦持相近观点。参见周

延云、宫同文：《建国以来国内外徐福研究述评》，载《烟台大学学报》（哲社版），１９９４年第３期。
参见王

#

：《徐福东渡新考》，载《复旦学报》（社科版），１９９５年第２期；文贝武、黄慧显：《论徐福东渡日本的必然性》，载《青岛海
洋大学学报》（社科版），１９９４年第１—２期。

参见王升：《徐福东渡五大问题新论———以〈史记〉与〈山海经〉为线索》，载《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社版），２０１２年第５期。
参见牟元皀：《朝鲜半岛在中日文化交流中的桥梁作用———从远古到徐福东渡的历史考察》，复旦大学韩国研究中心主编：《韩

国研究论丛》第１辑，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第２１４—２２５页。
参见韩玉德：《徐福其人及其东渡的几个问题》，载《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２０００年第２期。
参见文贝武、黄慧显：《论徐福东渡日本的必然性》，载《青岛海洋大学学报》（社科版），１９９４年第１—２期。



尚南道的巨济岛，巨济岛往东的朝鲜半岛南部地区再也不见有任何有关徐福的传说或遗迹的分
布。①巨济岛距洛东江口、庆尚南道金海市良洞里遗址、蔚山市下岱遗址不远，这种现象显示徐福东
渡与朝鲜东南地区秦时移民可能存在密切的关联性。

五、结 语
汉代以前，我国华北、东北及朝鲜半岛局部区域人口迁徙与交融，以公元前３世纪末燕国东扩

为契机，前后可分为两个阶段：在此之前由箕子所代表的殷族集团对东北亚局部地区的政治、文化
方面的影响，改变了以貊族为主的辽河流域各族群的政治、文化面貌。“箕子朝鲜”作为周的侯国，
在与华北诸夏侯国的交往过程中，又缓慢地吸收了周人的文化，继而形成了具有区域特色的文化。
这种文化现象分阶段呈波浪式的由辽西、辽东继而又影响到半岛地区。在公元前３世纪末燕国东
扩之后，东北亚局部区域又出现了新一轮的族群、文化融合现象。此一阶段伴随着燕、秦等势力的
延伸，不仅在文化上对东北亚局部区域产生影响，在族群结构方面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汉代以
前，我国东北、朝鲜半岛西北等局部成为华北居民迁徙的目的地，同时也深刻地改变了当地的政治、
文化面貌。

从考古资料来看，在公元前２世纪初，辽东乃至大同江流域及黄海道地区，土圹木椁墓文化取
代此前的石椁墓、瓮棺墓文化，成为该区域文化主体，这意味着汉代以前辽东地区以及大同江流域
已深受中原文化的影响，成为中华文化辐射区一部分，中原居民与东北亚部分族群在交往、交流与
冲突中逐步交融。汉武帝设四郡后，加速了该地区中华文明的传播与族群的融合。在半岛其他地
区，如东南部地区，也有特殊历史背景下中原、东北居民的迁徙现象，只不过此后由于缺乏持续性的
迁徙活动，便逐渐与当地的其他族群相融合。总之，该时期的相关区域的考古发现与史料记载的人
口移动情况大致吻合。这表明在汉代以前时期，我国东北与朝鲜半岛局部地区尤其是西北地区，经
由一系列人类迁徙等活动之后，已经出现了族群融合、文化融合的现象，深刻地影响了这一区域的
历史文化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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